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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旨在量化评估以 “回岸” “近岸” 和 “友岸” 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发展进

程和特点趋势。 结果表明， 近年来在全球贸易中， 近岸、 友岸和回岸外包现象开始加速凸显。 分经济体来

看， 美国最早出现显著的回流， 新冠疫情后出现显著的近岸和友岸外包趋势； 欧洲回岸趋势尚不明显， 但

政策端在持续加码促进回流， 各国均不同程度加强近岸外包， 友岸外包则存在分化现象； 日韩尚无显著变

化。 分行业来看， 回岸外包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最高， 近岸和友岸外包则以低技术制造业为主。 总体而言，

近年来， 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回岸、 近岸和友岸外包加快发展的趋势较为显著。 本文认为， 中国可

采取协同发展、 数字化转型、 安全化发展和有序跨境布局等措施， 应对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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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新一轮深度重构， 本轮重构以回岸 （Ｒｅｓｈｏｒｉｎｇ）、 近岸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ｉｎｇ）
和友岸 （Ｆｒｉｅｎｄ － ｓｈｏｒｉｎｇ 或 Ａｌｌｙ － ｓｈｏｒｉｎｇ） 外包为主要特点。 其中， 回岸亦称回流， 指企业将在其他

国家开展的经济活动转移回母国， 是反向的离岸外包 （Ｗｉｅ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１７）。 本文将通过测度对外贸

易依赖度来反映全球和各国的回岸情况。① 近岸外包是指企业将部分业务流程或服务外包给地理位置

相对较近的国家或地区的供应商。 本文将通过衡量接壤国家之间贸易占总贸易的比例来评估全球及各

国的近岸外包趋势。 友岸外包是指将生产活动或供应链转移至地缘政治友好的国家， 以减少对不稳定

地区或对手国家的依赖。 本文将采用 Ｂａｉｌｅｙ 等 （２０１７） 的方法， 使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年的联合国投票记

录来定义各国的政治立场距离， 并测度各国与盟友国家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例。
本轮产业链重构是由新冠疫情冲击、 地缘政治风险和应对国内空心化等因素共同推动的。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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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美国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调整的机制、 趋势与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４＆ＺＤ０５６）、 国家社科

基金学术团体专项项目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对中国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４ＳＧＣ０６２） 的部分研究成果。
对外贸易依赖度是指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比值， 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参与度。 贸易依赖度越大， 意味

着回岸外包的比例越小； 当贸易依赖度下降时， 则表明回岸现象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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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制造业回岸， 是应对过去几十年中产业空心化问题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 部分

国家国内不平等加剧， 政治极化引致的保护主义加速了这一趋势， 也促使各国政府重新审视本土制造

业的生产能力和就业创造能力。 其次， 在新冠疫情期间， 全球物流频繁中断， 企业纷纷意识到生产地

靠近市场的重要性， 由此形成近岸外包趋势。 最后， 国际政治格局日趋复杂， 各国开始注重供应链安

全与韧性， 各自出台友岸外包政策， 将部分关键产业链迁移至政治盟友国家。 本文旨在通过测算前文

所述指标， 对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进行量化评估。

一、 全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回岸趋势

回岸的概念早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提出， 新冠疫情之后， 有关回岸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
回岸主要发生在汽车、 制药等中高端制造产业， 服务业因需要与客户直接接触， 回岸情况相对较少发

生 （Ｂａｃ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企业的回岸决策受多种因素驱动， 内部因素包括公司战略转型 （Ｂｅｔｔｉｏｌ 等，
２０１７） 和纠正之前错误的离岸外包决策 （Ｂａｒｂｉｅｒｉ， ２０１８） 等； 外部因素则包括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增

加 （Ｂａｃ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物流和运输成本上升 （Ｓａｕｔｅｒ， ２０１６）、 供应商生产技术水平不足 （ＭｃＩｖｏｒ 和
Ｂａｌｓ， ２０２１）、 母国本地偏好消费倾向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和 Ｈｓｉｅｈ， ２０１６） 等。 本文重点关注美国、 日本、 欧

图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２３ 年全球贸易依赖度变化情况：

总贸易占全球 ＧＤＰ 比例

数据 来 源： 联 合 国 商 品 贸 易 统 计 数 据 库 （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洲三地回岸的最新进展。

（一） 全球范围短期大幅回流

自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后， 全球贸易依赖度逐步上升 （见图 １）。 ２００８ 年

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导致全球化进程暂时

减弱， 此后大约 １０ 年时间， 全球贸易依赖度有所

下降。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 全球贸易依赖度有所上升，
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全球对医疗物资和应急设备

的需求激增， 线上消费和电子商务迅速发展， 以

及各国为应对供应链中断而加速补库存。 然而，
随着新冠疫情影响逐渐减弱， 各国对供应链安全

的重视逐渐增强。 ２０２３ 年， 全球贸易依赖度出现

图 ２　 １９６０ 年以来美国贸易依赖度及进口依赖度

数据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显著下降， 并且创下了比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更大的

跌幅， 反映了短期内全球产业链的大幅回流现象。

（二） 主要发达经济体回流趋势

１． 美国长期回流趋势明显， 集中在高端制造

行业。 美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整体

呈现出持续上涨的趋势 （见图 ２）， 尤其是在 ２０００
年后加速上升， 并在 ２０１１ 年达到峰值， 接近

２５％ 。 ２０１２ 年后， 其贸易依赖度逐步下降。 ２０２０
年， 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短期物资需求激增， 贸

易依赖度出现了小幅回升。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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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３ 年美国回流企业招聘员工数量

数据来源： 回流倡议组织。

步调整以及美国再次推进回流政策， 其贸

易依赖度再次下探。 总体而言， 除受新冠

疫情影响， 美国贸易依赖度自 ２０１２ 年后

持续下降， 显示出美国形成了长期的回流

趋势。
总体而言， 美国回流呈现以下几个显

著特点。 一是美企回流意愿有所上升。 多

项调查显示， 近年来美国企业普遍具备较

强的回流意愿， 主要原因有接近客户或市

场、 政策激励、 企业社会责任等。 福布斯

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对 １５０ 名美国制造业高管进

行的调查显示， ８２％ 的受访者表示已将部

分生产转移回美国或正在进行此类回流， 其中 ３５％的企业已成功实现回流。① 市场研究咨询机构 Ｃｅｎ⁃
ｓｕｓｗｉｄｅ 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的调查指出， ６９％ 的美国制造商已开始将供应链重新布局至美国境内， 其中

９４％表示已成功实现部分或全部供应链的回流。② 二是政府激励为最主要回流动因。 根据回流倡议组

织 （Ｒｅｓｈｏｒ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的数据， 企业在回流决策中最常提到的动因是政府政策激励， 相关表述的出

现频率是其他动因的两倍以上。 尤其是 ２０１２ 年以来， 美国出台诸多法案推动制造业回流， 这些政策

旨在通过税收抵免、 能源补贴以及大规模物流基础设施投资， 提升本土制造业竞争力。 ２０１５ 年推出的

“供应链创新计划” 进一步为尖端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拜登政府执政后， 推出了一系列

更为系统和强有力的支持措施， 如收紧 “美国制造” 标签的适用范围， 通过 “美国就业计划” 促进

能源技术企业回流， 并通过 《芯片与科学法案》 《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 以及 《通胀削减法案》
进一步吸引海外资本在美国投资， 增强供应链薄弱环节的回流。 三是回流趋势有所加速。 回流倡议组

织收集的回流企业发布招聘岗位数量数据显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回流趋势比较平缓； 在 ２０１９ 年后明显

加速， ４ 年内实现了回流企业就业量翻倍； ２０２３ 年回流企业计划招聘 ２８. ７ 万人， 虽较 ２０２２ 年的 ３４. ４
万人的历史高点有所下降， 但仍居高位 （见图 ３）。 四是回流集中在高技术制造行业。 根据回流倡议

组织的数据， 电气设备、 器具及零件行业的回流最为显著， 创造了超过 １０. ５ 万个就业岗位； 其次是

电子产品行业， 回流案例达到 ２９５ 起， 带来约 ７. ７ 万个就业岗位； 塑料和橡胶制品行业回流案例较少，
仅贡献了近 ６０００ 个就业岗位。 这些数据表明， 高技术制造业是美国回流的主要领域。

２． 欧洲长期没有明显回流趋势， 但政策端持续加码。 从宏观数据来看， 法国、 德国和英国在过去

几十年中， 贸易依赖度和进口依赖度均保持了较为稳定的趋势， 并在 ２０２１ 年前后达到了自 ２０１２ 年以

来的最高点 （见图 ４）。 虽然三国从 ２０２１ 年开始， 均出现了短期的贸易依赖度下降， 但由于其目前仍

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难以判断其出现了显著的长期回流现象。 因此， 欧洲主要经济体还没有出现明显

的长期回流趋势。 从微观数据来看， 欧洲近年来也没有大规模回流的现象。 欧洲基金会的欧洲重组监

测 （ＥＲＭ） 收集了大型生产活动向欧盟回流的数据， ２０１４ 年欧盟共发生了 ３２ 起企业回流， ２０１７ 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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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数据来源： 福布斯调查，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ｘｏｍｅｔｒｙ．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ｎｅｗ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ｒｅｓｕｒ⁃
ｇｅｎｃｅ － ｒｅｓｈｏｒｉｎｇ －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 。

数据来源： Ｍｅｄｉｕ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ｄｉｕ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ｃｉｄ － ＢＣＥ２３４５１６ＢＤ３ＦＥ６６ ／ ｕｓ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 ｐｌａｎ － ｔｏ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 ｒｅｓｈｏｒ⁃
ｉｎｇ － ｔｏ － ｇｅｔ － ｂｅｔｔｅｒ － ｖａｌｕｅ － ａｎｄ － ｍｏｒｅ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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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７４ 起的峰值， 随后逐渐回落， 到 ２０２３ 年只记录了 ４ 起回流案例。① 数据显示， 欧盟回流主要发生

在新冠疫情前的法国、 英国、 意大利企业。 其中， 从行业上看， 制造业回流最多， 占到 １００ 起， 创造

了 １１０４０ 个就业岗位； 其次为信息通信业 １１ 起， 创造了 ２５２１ 个就业岗位。 从国家上看， 法国回流次

数最多， 达到 ３９ 起， 创造了 ２１４２ 个就业岗位； 其次为英国 ２７ 起， 创造了 ５７４２ 个就业岗位。
尽管欧洲的回流趋势尚不明显， 但各国在政策上持续加码支持回流， 未来回流可能加速。 ２０１３

年， 欧洲议会通过的 “工业复苏促进可持续欧洲” 战略就将回流视为欧盟目标。 欧盟政策主要集中在

强化战略部门的投资和领导力， 例如 《欧洲芯片法案》 计划在 ２０３０ 年前投资 １１０ 亿欧元， 旨在通过

补贴和奖励措施推动半导体行业的回流与重建， 以减少对外依赖。 欧洲投资银行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 已

投入 １０ 亿欧元， 并发起欧洲战略投资基金， 支持电池等制造业的回流。 法国通过 “专项回流项目”
促进回流， 已批准 ４７７ 个项目， 获得 ８. ４６ 亿欧元公共投资。② 英国自 ２０１２ 年起推出多个计划， 重点

推动汽车等行业的回流， 并在脱欧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如 ２０２３ 年推出的 “先进制造业计划” 提

供了 ４５ 亿英镑资金， 鼓励在英建设新制造业基地。

图 ４　 １９６０ 年以来欧洲主要国家贸易依存度变化

数据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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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 欧洲基金会，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ｅｕｒｏｆｏｕｎｄ．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ｔｙｐｅｓ ／ Ｒｅｓｈｏｒｉｎｇ。
数据来源： 法国财经部企业总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ｓ． ｇｏｕｖ． ｆｒ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ｅｎｊｅｕｘ ／ ｆｒａｎｃｅ － ｒｅｌａｎｃｅ ／ ｄｐ － ｒｅｌｏｃａｌｉｓｅｒ － ７２ －

ｌａｕｒｅａｔｓ．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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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韩国和日本尚未出现明显回流迹象。 韩国和日本的宏观数据表明， 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在过去

几十年中均呈上升趋势 （见图 ５）。 韩国的贸易依赖度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持续上升， ２０００ 年后加速， 并在

２０２０ 年后仍保持在 ８０％的高位， 显示其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 日本的贸易依赖度则相对稳定， 但自

２０２０ 年起显著上升， 接近 ４０％ 。 这表明两国持续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并未存在显著回流趋势。

图 ５　 １９６０ 年以来日韩贸易依赖度变化

数据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二、 全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近岸外包趋势

与离岸外包将业务转移至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或地区不同， 近岸外包在多个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除了降低运输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外， 近岸外包还能有效规避不确定性因素， 特别是在供应链稳定性

和及时响应能力方面。 尽管离岸外包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但近岸外包表明， 成本并非企

业进行外包时唯一的考量因素。 近岸外包在地理距离上更接近， 因此便于企业更好地管理外包合作伙

伴， 并增强供应链的灵活性。 近岸外包虽然不会减少国际贸易总量， 但会显著改变贸易伙伴的结构，
推动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减少与距离较远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 近年来， 美国和欧洲在近岸外包

方面的倾向尤为显著， 选择邻国或地理上较近的国家进行外包合作， 以便保证其供应链的效率和稳

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２３ 年全球接壤 ／非接壤贸易占比

数据来源： ＣＥＰＩＩ、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定。 日韩周边并无明显的近岸外包目的地， 故暂不讨论。

（一） 新冠疫情后全球近岸外包趋势愈加

显著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全球总体的非接壤贸易占比

保持稳定 （见图 ６）， 但 ２０２０ 年后该比例开始

下降， ２０２３ 年降至约 ７５. ５％ 。 与此相对， 接壤

贸易占比在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同样保持稳定， 但自

２０２０ 年开始上升， 并在 ２０２２ 年以来快速上升，
２０２３ 年提升至最高点 ２４. ５％ 。

（二） 美欧近岸外包趋势

１． 新冠疫情因素推动美国近岸外包。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美国与接壤国家的贸易占比呈下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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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０ 年以来美国与接壤国家贸易占比

数据来源： ＣＥＰＩＩ、 ＵＮＣＴＡＤ。

降趋势， 从 ２０００ 年近 ３４％ 降至 ２００９ 年约

２８. ５％ （见图 ７）。 但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

后， 这一比例开始回升， 最高达到 ３１. ４％ 。 这

显示出美国企业在疫情扩散和供应链紧缺影响

下， 逐步增加对邻近国家的依赖， 符合近岸外

包的特征。
美国近岸外包增长推动了墨西哥的贸易、

投资和相关制造业发展。 在贸易方面，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年， 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增速分别较上

年增 长 了 １８. １％ 、 ５. １％ ， 累 计 增 速 约 为

２４. ０％ ； 美国对加拿大的进口增速分别为

２２. ４％和 － ４. ４％ ， 累计增长约 １６. ８％ ； 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增速分别为 ６. ６％和 － ２２. ２％ ， 累计下降约

１７. １％ 。 ２０２３ 年， 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 １５. １％ ， 首次超过对中国的 １４. １％ 和对加拿

大的 １３. ５％ ， 使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在投资方面， 受美国与墨西哥贸易联系日趋紧密

的影响， 墨西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 规模连续多年增长。 ２０２３ 年， 墨西哥吸引 ＦＤＩ 达 ３６１ 亿美

元， 其中制造业 ＦＤＩ 达 １８１ 亿美元， 主要流向汽车、 电子和机械制造等关键产业。 从行业角度来看，
墨西哥低端制造业尤其受益于美国的近岸外包。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墨西哥有 ４５％ 的纺织和

服装企业、 ３３％的石油化工企业、 ３１％的皮革制品企业因美国近岸外包实现了销售增长。①

２． 欧洲各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近岸外包。 法国与接壤国家的贸易占比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一直持续下

降 （见图 ８）， 但自 ２０２０ 年起， 邻国贸易占比显著上升至 ４５％左右。 这表明新冠疫情后法国的近岸外

包趋势显著。 ２０００ 年以来， 德国与接壤国家的贸易占比一直在 ３７％到 ４０％间震荡，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呈

现总体下降趋势， 到 ２０１７ 年开始波动上升。 这也显示出近年来德国企业在逐渐增加与邻国的贸易

联系。

图 ８　 ２０００ 年以来欧盟主要国家近岸外包变化

数据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０７３·

①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ｒｄｌｅｓ：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ｏｎ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ｐ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ｅｎ ／ ｍｉ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ａｎｄ － ｈｕｒｄｌｅｓ － ｍｅｘｉｃａｎ －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 ｏｎ －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ｉｎｇ －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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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２０１４—２０２３ 年欧洲主要近岸外包目的地吸收 ＦＤＩ 情况

数据来源： Ｆｄｉ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从目的地看， 欧洲的近岸外包地主要集

中 在 中 东 欧 和 北 非 国 家。 根 据 ＦＤＩ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数据库， 欧洲周边的 １４ 个国家①

被视为主要的近岸外包目的地。 ２０２０ 年以

来， 这些国家的制造业 ＦＤＩ 大幅上升， 从

１３８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５２５ 亿美元， 项目

数量从 ２９６ 个增至 ４０１ 个， 显示出近岸外包

逐渐扩大的趋势。 其中， 匈牙利、 波兰、 埃

及、 摩洛哥和罗马尼亚的制造业 ＦＤＩ 增长尤

为显著。 例如， 匈牙利的制造业 ＦＤＩ 从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的 ７０. ４ 亿美元攀升至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年的 １８８ 亿美元 （见图 ９）。 从行业看，
欧洲的近岸外包主要集中在 ５ 个核心行业， 即电子设备制造、 化工、 汽车制造、 金属制造和半导体。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 匈牙利、 摩洛哥、 埃及和波兰在这些行业中吸引了大量 ＦＤＩ， 得到了快速发展。 从采

购份额变化看， 也反映出欧洲回岸和近岸外包的趋势。 启迈 （ＱＩＭＡ）② ２０２４ 年第一季度调查显示，
欧洲企业正在逐步将采购重心从中国转移至本土或邻近国家， 对中国的采购份额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７２％ 降

至 ２０２４ 年第一季度的 ６０％ ， 而对欧洲及邻近国家的采购份额从 ８％增至 １５％ ， 对中东欧和北非地区

的采购份额也从 ２０％增至 ２５％ 。③

三、 全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友岸外包趋势

友岸外包是指将生产活动或供应链转移至地缘政治友好且价值观相似的国家。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

爆发后， 全球友岸外包趋势开始显著加速。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同年明确提出友岸外包战略， 意

在减少美国在半导体、 绿色能源和战略原材料等关键领域对竞争对手的依赖， 并与其 “盟国” 加强经

贸联系， 避免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此后， 各主要经济体在产业链布局中逐渐倾向于与政治立场接近的

国家深度合作。

（一）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友岸外包趋势显著

联合国贸发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数据显示， ２０２２ 年至 ２０２３ 年第三季度， 地缘政治近距离国家之间

的贸易增加了 ６. ２％ ， 地缘政治较远距离国家之间、 地缘政治最远距离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分别下降了

４. ４％和 ５. １％ （见图 １０）。 此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数据也显示， ２０２２ 年 ５０. ２％的 ＦＤＩ 发生

在地缘政治距离较近的国家之间， 进一步证明地缘政治距离在本次产业链重构中的重要性。
根据麦肯锡的研究， ２０１７—２０２３ 年， 美国、 中国、 德国和英国的对外贸易平均地缘政治距离分别

·０７４·

①

②

③

包括匈牙利、 波兰、 埃及、 摩洛哥、 土耳其、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乌克兰、 立陶宛、 北马其顿、 斯洛

文尼亚、 爱沙尼亚。
ＱＩＭＡ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供应链质量控制和合规服务机构， 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总部位于香港。 通过其全球网络和在线平台， ＱＩＭＡ

可以对全球供应链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 帮助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 提升采购效率， 并遵循各地的质量和法规标准。 近年来， ＱＩ⁃
ＭＡ 也在供应链地缘政治变化趋势上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调查， 特别关注回岸和邻岸外包趋势， 以提供企业全球采购行为变化的洞察。

ＱＩＭＡ． ＱＩＭＡ ２０２４ Ｑ２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ｐｒ ８，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ｑｉｍ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ｑ２ － ２０２４ －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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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２０２２ 年一季度以来不同地缘政治距离国家间

双边贸易的平均变化幅度

数据来源： ＵＮＣＴＡＤ。

下降了 １０％ 、 ４％ 、 ６％和 ４％ 。① 反映出这些

国家更倾向于与地缘政治距离较近的国家开

展贸易。 进一步使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年的联合国

投票记录来测度各国的政治立场距离， 图 １１
展示了美国、 法国、 德国、 英国、 韩国、 日

本、 菲律宾和越南 ８ 个国家， 与其政治立场

最近的前 １０ 个国家相互之间贸易占比的结

果。 整体趋势上看， ２０２２ 年以来， 多数国家

与政治立场接近国家间的贸易占比有所提升，
但不同国家友岸贸易的趋势却略有差别。 德

国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 友岸外包的占比就持续增

长； 美国、 越南与友岸国家之间的进出口份

额自 ２０２０ 年开始显著提升； 英国、 日本、 法国友岸外包份额是在 ２０２２ 年才开始显著提升； 菲律宾和

韩国则没有表现出友岸外包增加趋势。
占比数据上看， 政治立场在各国选择贸易伙伴过程中的重要性存在差异， 发达国家更倾向与政治

立场接近的国家开展贸易。 ２０２３ 年， 从进出口贸易总体份额上看， 美国最热衷于与友岸国家贸易， 占

比达到 ２７. ３％ ； 英国友岸贸易占比 １９. ６％ ， 日本占比 １９. ５％ ， 法国占比 １８. ７％ ， 德国占比 １３. ５％ 。
但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与友岸国家间的贸易份额显著偏低， 如越南占比 ２. ８％ ， 菲律宾占比更是只

有 １. １％ 。 值得注意的是， 韩国与友岸国家间的贸易占比也相对较低， 仅 １. ５％ 。

（二） 美国友岸外包的重点国别分析

美国是最早正式提出友岸外包政策的国家， 实施力度也最为积极。 美国与政治立场最接近国家之

间的贸易比例， 远高于欧洲主要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的相应比例。 在美国友岸外包政策下， 欧洲等国

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 东南亚等国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 与其经贸关系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１． 东南亚已成为美国友岸外包的重点区域。 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具有更高的 “友好

度”， 因而更倾向于将部分生产订单或投资流向该地区。 近年来，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整

体保持增长态势。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贸易额与贸易占比持续增长 （见图 １２）。
ＩＭＦ 数据也显示， ２０２３ 年美国对东盟的 ＦＤＩ 大幅增加， 从 ２０２２ 年的 ２９９. ６３ 亿美元增长至 ７４３. ５７ 亿美

元， 增幅达到 １４８. ２％ 。 美国持续加大对东南亚的资本投入。 随着美国 “印太战略” 不断推进， 东南

亚地区在美国友岸外包布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有望进一步提升。
２． 欧洲与美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强化。 欧洲同样是美国友岸外包布局的重要伙伴。 相比东南亚， 美

国与欧洲在经济制度、 法律框架和政治价值观上更为接近。 因此在近年来， 美欧贸易和投资合作更为

紧密。 ２０２０ 年以来， 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总量和占比均快速增长， 双边贸易总额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５７０ 亿美

元上升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９５９０ 亿美元， 增幅达 ４２％ （见图 １３）。 与此同时， 欧盟在美国整体对外贸易中占

比持续攀升。 投资方面， 美国对欧盟的 ＦＤＩ 存量也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２. ３８ 万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２. ５８

·０７５·

①数据来源： 麦肯锡报告，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ｃｏｍ ／ ｓ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ｂｅｓｐｏｋｅ ／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１７６ｆ９ｅ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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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３ 年主要经济体友岸外包情况变化

数据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联合国投票纪录。

万亿美元， 增幅约为 ８. ４％ ； 欧盟对美国的投资存量则由 ２. １ 万亿美元增至 ２. ４２ 万亿美元， 增幅约为

１５. ２％ 。① 这种高度的经贸捆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美国与欧洲以友岸方式强化供应链合作， 减少对

其他地区的依赖。

·０７６·

①数据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



２０２５ 年 第 ２ 期

图 １２　 ２０００ 年以来美国与东盟贸易变化

数据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图 １３　 ２０００ 年以来美国与欧盟贸易变化

数据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ＢＥＡ。

四、 启示与对策

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深刻重构， 主要表现为回岸、 近岸和友岸外包三大趋势。 回岸方面， ２０２３ 年

全球贸易依赖度出现显著下降， 跌幅超过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时期， 且尤其集中在电子、 半导体等高端

制造业领域。 近岸外包方面， 全球接壤贸易比例从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快速上升， 美国和欧洲在

这一趋势中尤为明显， 墨西哥、 中东欧、 北非国家成为主要受益者。 友岸外包方面， 自 ２０２２ 年乌克

兰危机爆发后， 地缘政治或价值观相近的国家间贸易量整体增加了 ６. ２％ 。 东南亚国家因在美国 “印
太战略” 中处于关键地位， 获得了显著的贸易和投资倾斜； 欧盟与美国的经贸捆绑进一步强化。 总体

来看， 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回岸、 近岸和友岸外包， 试图应对自身产业空心化问题和地缘政治风险，
重新控制全球供应链布局。

随着回岸、 近岸和友岸外包趋势不断加深，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日渐承受更大压力。 其

中， 在半导体、 电动汽车等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回岸政策不断出台， 大国之间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

日渐激烈。 近岸和友岸外包趋势则使中国低附加值制造业和配套产业， 面临墨西哥、 越南等国家的竞

争， 并加深价值观差异对中国贸易与投资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 中国亟需重新审视全球产业转移与供

应链重构所带来的冲击， 通过多重措施提升产业链韧性、 巩固竞争优势。

·０７７·



全球产业链重构： 回岸、 近岸与友岸的趋势特点分析

第一， 通过协同发展， 加强中国全产业链优势。 发达国家正通过回岸推动本土高技术产业回流，
并利用近岸、 友岸外包来优化其在全球的制造业布局。 全球产业链竞争的核心在于生产能力的争夺，
尤其是高技术领域的生产能力。 当前， 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覆盖高端与低端环节的完整产业链。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之际， 应当通过以下措施进一步夯实这一优势。 一是推进创新发展， 提升品牌与技

术溢价。 当前中国企业出海面临激烈竞争， 企业应基于自身比较优势， 加强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 形

成独特的品牌定位。 各地政府需避免同质化的恶性竞争， 避免过多补贴使企业依赖低价策略过度竞

争， 应更多利用政策资金引导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与效率提升。 通过提升品牌价值与技术优势， 实现溢

价， 从而稳固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二是协同内需与外需， 保住并发展生产能力。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 生产制造能力是各国竞争的焦点。 面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 必须以内需与外

需协同支撑生产能力， 内需的扩大直接影响生产能力的销量转化率， 从而支撑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 应鼓励外贸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将部分出口产品转为内销， 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 在应对海外需求波动的同时， 稳住国内制造业产能。 三是加快配套产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 优化

整体经济结构。 发达国家大力推动近岸和友岸外包的核心目的是强化本土高端产业的配套能力与服务

支持。 相比之下， 中国的优势在于全产业链内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展。 在新一轮全球化重构中， 中国应

对低端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绿色升级， 同时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鼓励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

展， 以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率和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 通过数字化发展， 应对近岸外包。 近岸外包的核心在于缩短产业链地理距离， 增强供应链

的响应速度与灵活性。 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 中国可借助数字化手段重塑供应链优势， 突破地

理和政策限制， 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是构建全球数字化供应链平台， 帮助实现供应链管理的高效、 透

明与协同， 这也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目标之一。 中国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构建全球化供应链平

台， 对全球供应链进行实时监测与动态改进， 从而提高竞争优势。 同时， 数字化平台能更好地应对突

发事件， 通过模拟和预测技术， 完善在风险状态下的库存与物流管理， 确保供应链持续性与稳定性。
二是强化全球 “链主企业” 的数字整合能力。 鼓励中国具备国际影响力的 “链主企业” 在数字化转

型中发挥引领作用， 通过创新技术与服务模式， 开发先进的供应链管理软件和智能物流系统， 并利用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优化产业链管理， 带动整体供应链向智能化转型。 三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数字贸

易。 中小企业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在外贸中最具活力的增长点。 跨境电商的崛起， 为

中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提供了新的低门槛路径。 应支持阿里巴巴国际站、 拼多多海外版 （Ｔｅｍｕ）、 希

音 （Ｓｈｅｉｎ） 等数字贸易平台的发展， 同时引导中小企业融入数字贸易新模式发展， 进一步提升中国

制造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三， 通过安全化发展， 应对友岸外包。 面对全球供应链因地缘政治与价值观分化而重组的趋势，

中国需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 不仅要保障自身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 还要积极参与并塑造全球供应链

格局。 一是协调 “自主可控” 与 “国际合作”， 构建多层次供应链安全体系。 在坚持关键技术和重要

原材料自主可控的同时， 应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展开多元化合作。 一方面， 与友好发展中国家

合作保障供应链安全， 确保关键进口原材料供应稳定； 另一方面， 加强与发达国家在贸易、 金融与技

术方面的联系， 以获取前沿技术知识并深度融入全球贸易和创新网络。 二是深化供应链治理， 推动全

球供应链安全标准与机制建设。 友岸外包强调供应链的安全性与可控性。 为积极应对这一挑战， 中国

可与主要经济体合作， 推动建立全球供应链安全标准和治理机制， 共同建立一个透明、 规范和可持续

的供应链体系。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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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在回岸、 近岸和友岸外包的合力作用下， 中国企业的产业

转移趋势愈加明显， 例如部分生产环节向东南亚或墨西哥等地外迁。 对此应保持客观理性， 既要防范

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也要把握其中蕴含的国际合作新机遇。 一是拓展中间品出口， 提升全球链主

地位。 产业外迁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最终产品的出口份额， 但同时也可能增加中间品的出口。 中

国应把握这一机遇， 加大中间产品的出口力度， 提高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链主地位。 二是引导企业有序

跨境布局， 绕开多重贸易壁垒。 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下， 应加强对企业跨境布局的指导与支

持， 避免盲目扩张和跟风投资。 通过科学规划产业分工， 引导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具备成本优势与市

场潜力的国家或地区， 既能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与连续性， 也能有效规避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降低整

体贸易成本。 三是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 共筑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格局。 中国可充分发挥在

技术与产业方面的优势， 加强与拉美、 东南亚、 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产能合作领域的协同， 共

同建设生产基地、 产业园区等平台， 推动技术输出和设备共享， 助力当地工业化进程。 与此同时， 这

也能为中国企业提供新的市场与合作机会， 实现优势互补， 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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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ｎｏｔ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ｄｅｂ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ｗｉｎｇｓ．

（５）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Ｄｏｎｇ Ｙ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 Ｇｕｏ Ｒｕｏｎａ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４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ａ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ｅ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ＷＴＯ ｉ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ｍｏｒｅ ｏ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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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ｎ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 ｌａｒｇ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ｕｎｉ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ｎ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ｕｓｉｏ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ｕｎｌｉｋ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ｉ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ｎｅａｒｌｙ ５０％ ；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ｄｕ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ｍｏｒ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ｉｔ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７）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 ｂａｃｋｓｈｏｒｅ”，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ａｎｄ “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ｓｈｏｒｅ”

Ｌｉ Ｙｕａｎｋｕｎ， Ｓｕ Ｑｉｎｇｙｉ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 ｂａｃｋｓｈｏｒｅ”， “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ａｎｄ “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ｓｈｏｒｅ” ．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ｓｈｏｒｅ”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ｓｈｏｒ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ｓｅ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ｓｈ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ｓｈｏｒ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ｈｏｒ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ｄｅ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ｓｈ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ｔｏ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ｈｉｇｈ － ｔｅｃ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ｋｓｈｏｒ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ｌｏｗ － ｔｅｃ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ｓｈｏｒｅ” ．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ＵＳ － ｌ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ｈａ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ｃｋｓｈｏｒｅ”，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ａｎｄ “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ｓｈｏｒ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ｌａｙｏｕｔ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８ ） Ｔｈｅ “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 ”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ｕｎ Ｈｕｉｊｕａｎ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ｗｈｉｃｈ ｆ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ｔａ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ｅｌｆ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ｍａｔｕｒｅｄ， ｉｔ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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